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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传播研究领域内寻求“华夏公共传播”
的研究共识有两重阻碍：
其一是“什么是公共传播”的问题。学术界
对“公共传播”这一概念的界定一直莫衷一是，
在传播学的范畴内，它与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乃
至人际传播等诸多传播类型有一定的重叠区，较
为含混；同时又与传播学的邻近学科（哲学、社
会学、政治学等）中的一些概念密不可分，如公
共性、多元化、公共利益等。[1] 分歧点一方面在
于对它的发生区域，即“公共领域”的界定上，
另一方面在于对其主体的限制上。但搁置一切争
议，我们仍能看到无可争辩的共识，即作为“公
共传播”核心部分的是对“公共性”的要求。[2]
后文将采用哈贝马斯的思想观点，对“公共性”
即“公共领域”作出阐述。
其二是中国古代的公共传播难觅踪迹的特殊
困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中，思
想传播受到中央集权统治者的严格限制，无论是
普通黎民，还是向来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
都鲜有条件公开聚集，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进
行自由讨论乃至批评。因此，“虽然中国古代社
会早期就在文字与印刷等方面具备的工具成就奠
定了公共传播的物质要求，但‘公共领域’的缺
席使得公共传播丧失了空间依托”。[2]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传播的观念无法在中国
古代传播理论内立足，相反，在历史长河的沉闷
常态中寻找它散发异光的特殊情境，对华夏传播
领域有着不同寻常的新鲜价值。而要说中国历史
上学术思想最具多样性、观点碰撞最精彩纷呈的
时期，必然少不了先秦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要在
这一大舞台上寻找聚焦点，稷下学宫无疑是一枝
独秀的。
因此，出于克服上述两重阻碍、寻求中国古
代特殊的“公共传播”话语体系的目的，本文基
于对公共传播的核心共识，减少相对冗余的其他
限制，将稷下学宫纳入“类公共领域”的范畴内，
并重点通过对哈贝马斯的思想理论框架的创新应
用，寻求解读稷下学宫的公共传播现象、功能和
历史意义的视角。
1   “公共性 / 公共领域”的思想概述
对公共性的研究和追求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
希腊时期，彼时不仅已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
哲学先驱对这种政治理想进行了理论探索，这种
政治理想在城邦生活的政治实践中也得到一定程
度的展现，至今仍为人们赞叹。在古希腊的广场
聚会中，公众实现了“公共生活”，这正是公共
领域的雏形。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过程
中，由于大众传播“尚未充分发展，公众之间的
交往与交流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来实现”[3]，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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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 世纪遍布欧洲的沙龙、咖啡馆、剧院、博物
馆等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形式。
哈贝马斯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前，公共性
的议题在西方思想史上已得到了不断的延续和发
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诸多哲学家的思想
理论中都体现了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如卢梭的“公
意”和康德的“理性的公共运用”，就对汉娜·阿
伦特产生影响，而阿伦特的理论正是哈贝马斯的
公共性思想的直接渊源。[4]21-22
哈贝马斯对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观点既有继承
也有变化，两人都将公共领域视为观点的竞技场，
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但“阿
伦特强调观点与意见的异质性，而哈贝马斯则强
调取得一致的意见”[5]57-59，事实上，对多元与差
异似乎缺乏关注正是哈贝马斯的思想遭到批判的
一点。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也叫公共性，它是社
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能够形成公共意见这样的
事物。具体来说，公共领域具有三个特点：首先
它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要同公共权力机关讨论
私人领域的“一般性问题”，其次它和公共权威
领域（主要指国家及其机构）相对立，再次，它
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由此可见，资产
阶级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间
地带，作为公众聚集的领域，它的主要功能在于
提出批判，形成公共舆论，然而批判的依据却来
自于私人领域”。 [5]60
2   作为类似“公共领域”的稷下学宫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都发
生了巨大变革，王权下移、列国争霸、私学兴盛
等原因促使士阶层应运而生，他们形成了以自己
特有的知识才能为资本同社会进行自由交换的独
立阶层。[6]6 正是他们创造了百家之学，成就了文
化争鸣的繁荣盛况。
尽管“百家争鸣”这一历史现象对于中国人
可谓家喻户晓，但作为百家争鸣重要载体的稷下
学宫却并不那么为人熟知。学者白奚将先秦学术
思想发展大体分为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战国中
期到战国末期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即是以百家
争鸣为主要标志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而之所
以形成不同于发展缓慢的第一阶段的景象，他认
为正应该归功于稷下学宫的创立和长期存在，它
为列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声的平台。可以
说，“进入稷下时期，严格意义的百家争鸣才真
正开始”。[7]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都临淄城
下的官办高等学府。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其始
建于田齐桓公午（公元前 374 年至公元前 357 年在
位）时期，它之所以能创建得益于齐国得天独厚的
自然和经济条件、巩固政权乃至一统天下的政治需
要、多元的文化风气和开明的政治风气。[6]21-26 在
齐威王、宣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史记》中
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
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
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
且数百千人。”可见其空前盛况。而经过齐闵王
时期后，随着齐国政权异同、衰落而中断，在齐
襄王恢复之后也难再兴盛，反而每况愈下。
稷下学宫在许多方面显露出公共领域的特点。
哈贝马斯所述公共领域固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的
框架中，不可能完全适应于中国古代，但我们仍
能通过分析把握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和精髓，使
之成为一个更具普遍应用价值的概念。除了“具
有最基本的公开性物理空间来作为交往中介”这
一点以外，通过对黄皖毅 [4]114-115、石义彬 [5]60 等
学者观点的理解，我们总结出以下三点依据来论
证把稷下学宫列入“类公共领域”讨论范畴是合
适的。
2.1   稷下学宫的活动以多元主体之间进行交往行为
为基本形式
稷下学宫旨在吸引天下贤士，无论哪国、哪
派的学者都可以来此讲学，无论是多样性还是规
模上都符合对公共领域交流主体的界定。几乎所
有的学派在这里都有代表人物，其中“儒家有荀子、
颜斶、鲁仲连；道家……计有田骈、慎到、彭蒙、
接子、环渊等人；宋钘则是墨家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属名家的有尹文、兒说和田巴；……《管子》书
的作者却主要是一批法家人物；阴阳家在稷下的
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邹衍和邹爽。”[6]67 至于哈贝
马斯对“交往行为”的具体阐述，本文将在后面
详述，在此先描画学者们在这里进行活跃的思想
传播互动的大致景象。首先是教学授业，稷下学
宫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一所学风
自由、制度灵活、管理健全的学府。先生可以自
由讲学，学士学无常师，可以去听其他学派的内容，
如此一来，自然少不了学派内部和学派之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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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此外，更有定
期举行的争鸣论战，即由稷下祭酒作主持人进行
的学术集会，“活动不外乎演讲和辩论两种”“辩
论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同样是不限身份地发生
在各派先生、学生之间。[6]64 另外，他们还可以通
过著书立说甚至向国君直言进谏等方式，充分公
开自己的学说思想、学习或批驳他家观点。
2.2   传播活动的主题往往是公共议题
在古希腊的阿果拉市政广场上，公民平等地
进行政治活动如抽签分派职位、用公告栏表达民
意等，举办歌舞、戏剧等娱乐活动，甚至进行传
播宗教信仰的活动 [8]；在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公
共领域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贵族的社交内容
从文学、艺术等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人们在公
共领域探讨的是私人领域的“一般性问题”、涉
及公共生活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而在稷下学
宫正是如此。“稷下学宫，功能有三。首先它具
有教育功能……其次，它具有学术研究功能，是
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全中国的学术研究
中心；第三，它具有政治咨询、参政议政功能，
是中国最早的智库。”[9]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向
来与政治联系紧密，而稷下学宫从一开始就是为
了满足齐国统治者的政治目的而诞生的，因此不
难理解它所具有的政治和学术双重结合、难解难
分的性质和功能。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史
记·田完世家》）、“不任职而论国事”（《盐
铁论·论儒》），即不担任官职而参政议政。他
们有着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对于国家的安危
治乱具有一种责任感” [6]56，积极出谋献策，留下
了无数的思想理论。而他们争鸣的主要内容，在
单纯的“王霸之辩”的政治议题以外，也不乏“义
利之辨、天人之学、人性善恶之辩”等更为形而
上的哲学思辨，它们显然同样是超脱出个体的私
人领域，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公共价值的问题。
2.3   对公共权威领域具有批判性的态度和权利
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其精髓在于批判性。[6]60
直接受制于统治者权威的官办学府，在中国传统
的语境中似乎是受到严格舆论管控的，但稷下学
宫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齐国统
治者需要鼓励和保障稷下先生们的自由。在物质
层面上，他们以“列大夫”的爵位享受优厚的经
济待遇，因此不需为生计奔波、不会遭人低看、
没有政务烦劳；在精神层面上，他们享受充分的
学术自由，不受政府干预，对于君主不必战战兢
兢、刻意逢迎，因此敢于直言相谏、指陈利弊，
留下了诸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淳于髡谏齐王伐魏、
王斗批判宣王好声色犬马等历史佳话。[6]57-58
3   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的稷下学宫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行为最后可以归结为
两类，即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分别实现的是
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例如劳动就是一种工具性
行为，人们通过它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而
交往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言谈与行为主体
以达到理解为意向而进行的活动” [5]77，它以语言
为媒介。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具理性主宰一切，民众成了“单向度的人”，
对公共事务不再有兴趣，而“要改变这一切只有
实现交往理性”。[5]80-83 当把上述理论投射到稷下
学宫时，会惊喜地发现交往理性的始终在场。这
里的人不可能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被释放
了交往理性，而工具理性没有机会像在资本主义
社会渗透那样，主宰这个“象牙塔”。原因我们
已经提到过——他们不需要以生计为目的，从事
一般的劳动生产，相反，对于国君、对于当时的
社会环境，乃至对于历史来说，他们的价值最主
要体现在交往理性的运用——在公共领域中保持
活跃。
那么，稷下学宫中进行的种种公共传播活动
是否契合“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呢？哈贝马斯
认为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必须满足“四
个有效性”。第一是可理解性，即交往者必须使
用符合双方所处社会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使得
它能够被理解。这一点没有过多论证的必要，显然，
可理解的共同语言是这段传播历史的基本前提。
第二是真实性，即交往者必须提供真实的信息给
对方，这样的陈述才有意义。而在稷下学宫的学
术思想争论中，我们认为“真实”区别于“事实”
或“真理”，应当表现为对主观的思想观点的诚实、
准确论述，而不是要求其提供全然验证理论的客
观事实。那么，既然众多稷下学者的目的是求得
自身思想的传播发展，他们必然论述真实的学派
观点，他们所持的思想理论皆与所外露的言语大
体一致。第三是真诚性，即交往者要表达真诚意
向，互相坦诚开放。我们已经了解，稷下学者首
先具有自由的言说环境，不需要承受祸从口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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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其次也怀有发扬学派、言传天下的志愿，
加之治学之士对黑白是非、世间真道的孜孜追求，
这些都成为他们真诚表达、彼此互动的动力源泉，
以致争辩十分激烈，毫无顾忌。以三次担任祭酒
的荀子为例，他不仅批判道家老庄或是法家商鞅，
或是作《非十二子》批评先秦各学派代表人物“饰
邪说，文奸言”，更是连儒家的子张氏、子夏氏、
子游氏等都被其称为“贱儒、俗儒”，毫不留情。
[10]100 第四是正确性，即交往者要遵守一定的规范，
以正当的目的（公共利益）为前提。一方面，众
多学者的主观修养毋庸置疑。值此乱世，学者云
集于这所官学，除了追寻私人层面的名利，更多
的是希望通过辅佐国君实现自己的学说理想，寻
求富国强兵之道，使得天下由乱到治、由分裂到
统一。例如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定
于一”，荀子主张的“四海之内若一家”“天下
为一”，管仲学派强调的“四海之内，可得而治”
等，都凸显了他们对大一统国家的美好向往。[10]106
因此，尽管他们可能在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但身为
士人的秉性和风骨却在相当程度上是共通的，“诸
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另一方面，稷下学
宫也有统一的守则——《管子》书中的一篇《弟
子职》即被后人认为是学宫的学生守则。它对来
稷下求学的学士们在品德修养、待人接物、学习
纪律、饮食起居和衣着仪表等方面有着详细规定， 
“先生施教，弟子则是，温恭自虚，所受是极。
见善从之，阐义则服。温柔孝悌，毋娇恃力……”
可谓事无巨细，谆谆教诲。[10]102 这使得学宫的成
员形成制度下的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共同
的规范语境。
不得不强调的是，上述四个有效性都是实现
行为目的的普遍条件，这个目的就是“理解”。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除了参与者需要满足的四个
主观条件，还有重要的客观条件，即哈贝马斯提
出的“理想的言谈情境”。他认为，理想的话语
环境同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所有的潜在
参与者均有平等的权利进入言谈场景——就这一
点而言，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举办学宫的“田齐
统治者对各派学者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一律平
等相待”， [5]76 其次是进入学宫内部后的各派学
者都有自由争鸣的表达权，平等竞争。第二，所
有参与者均有平等的权利进行主张、解释、论证
以及质疑、反驳等，而不应被压制。第三，所有
参与者均有平等的权利使用表意性话语，如表达
好恶、情感和愿望。第四，所有参与者均有平等
的权利使用规约性或称调节性的话语，如命令和
要求、拒绝和禁止等，来为平等权利的实际应用
作出保证。[5]80-81，[3] 后面这三点是在言谈进行的
过程中实现的话语权利，我们认为又可分为两个
方面，即内容和形式。具体来说，二、三点分别
是在提出理性观点、表达感性态度的内容上的自
由，“观点”方面即百家理论学说，毋庸讳言，“态
度”方面从前文举例中荀子的言辞就可见一斑——
“饰邪说，文奸言”“贱儒、俗儒”等皆为主观
感情色彩极为明显的言谈方式。第四点则是指为
了确保内容的自由而在形式上进行彼此的限制。
尽管我们不能还原当时的论战大会之场景，但从
一些现代的演绎中也可以获得推想的灵感，例如
在电视剧《大秦帝国》的片段中，学宫令邹衍主
持迎接孟夫子入齐之大典的大论战时所做的基本
的程序引导，而各位辩士在论战过程中也需自然
地做出推进言谈过程的言行，如拱手以请对方阐
述、众人嘘声以令大喊大叫者噤声、或是愤然指
责对方不得无礼等等。
4  对多元主义的辩证思考
哈贝马斯“把达到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
最根本的东西”， [5]77 他非常重视公共领域的达
成共识、一致、和谐的结果，并认为只要同时满
足“参与者具有一定的理性能力”“在理想的言
谈情境中”，就可以达成共识。但这是否太乐观
了呢？显然，多元主义者并不认同他的理论，他
们批判说，“分歧本来就是常态”，即使满足那
些交往行为的条件，共识依然无法达成，“因为
人类的价值彼此之间无法通约” [5]73-74 于是哈贝马
斯后来又提出用交往理性来沟通多元主义和与之
相对的普遍主义，以克服矛盾，实现“多元声音
中的理性同一性”，这体现他“对不同价值采取
宽容态度”的观点。
而提到稷下学宫，“多元”无疑是其一大特点。
本文既然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视角审视了
稷下学宫，又应如何看待站在其对立面的多元主
义呢？
我们认为，应当坚持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对多
元性的包容和对“理解、共识”的追求。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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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的学术现象正是很好地阐述了这种辩证
关系——除了多元，稷下学术还具有的重要特点
就是融合与创新。思想的多元能够促进学术的繁
荣进步，而进步的表现就包括融合与创新。各派
之间因开放争鸣而互相了解，它们展现了各自的
优劣、批评了他者的优劣、又通过他者的批评认
识了自身的优劣，于是学者们就能够通过吸收其
他思想观点来补足完善自己的学说。“所谓融合，
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以本学派思想理论为本位吸
收别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趋同的
局面。”黄老道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就是最典型代表。[6]79
由此看来，尽管稷下学者们的初衷或许并非
通过交往行为积极主动地理解其他思想，但在参
与者纷纷争鸣、宣扬己说的过程中，他们彼此之
间形成了必然的交流、融合，在某些论点上形成
了理解和共识。这论证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四
个有效性”和“理想的言谈情境”的效用，客观
上达成了一些有益的“一致”。而我们也能欣喜
地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多元性没有遭到伤害，
思想学术的活泼生态没有遭到压抑，而是蓬勃辉
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思想文化的瑰宝。
最后，引用李慎之学者的一段话来结束：“一
个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那些具有最普遍的意
义能上升为全球价值的价值。稷下学宫的百家争
鸣的精神是我们可以依恃的一份遗产，当然也是
需要发扬光大进而予以提升的一份遗产。”[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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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lacked the survival soil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there is little public space that is free from political repression. However, Jixia Academic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showed a certain “publicity”. This 
paper uses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o test the rationality of communication, 
the “four-validit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deal speech situation in the 
Academy; It also gives a dialectical reflection on the criticism of pluralism, and reveals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in Jixia Academy is a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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